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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年第7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北京大

学陈晓明教授发表了《漫长的20世纪与重写乡村中国——试

论〈平凡的世界〉中的个体精神》一文，文章谈到了文学与时代

的关系、肯定性的个体精神等问题，对当下的文学创作特别是

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富有启发意义。本报记者日前对陈晓明教

授进行专访，邀请他分享了关于路遥创作以及新时代乡村题材

写作的见解。

记 者：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知识人与

农村的关系，都是《平凡的世界》要处理的重要课题，也是它在

广大读者中受到欢迎的原因。今天仍有大批的农村学子进入城

市受教育、找工作，在经受磨砺之后，其中也诞生了一大批有理

想的年轻人。您觉得今天的“孙少平、孙少安”们应该是怎样的

青年形象？近几年读到的乡村题材文学创作中，您看到了哪些

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向？

陈晓明：这个问题看似是一个学理的问题，但牵涉到社会

的方方面面，其实很复杂，也很尖锐。我们还是谈谈文学，湖北

作家刘醒龙当年就是新乡土文学的一个代表。乡村的脱贫致

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要体现在乡村的文化和教育上。刘醒龙

1992年写的《凤凰琴》中的主人公张英才在界岭小学当代课教

师，很有意思的是，孙少平也当过小学代课教师，后来职位被人

挤掉了，只好出去打工。《凤凰琴》里的小学教师可以看作是另

一个孙少平，但刘醒龙不像路遥写得那么高亢，路遥的笔端呈

现的是1980年代特有的激情，到了1990年代涌现了很多更加

现实的问题，作家的态度也更为冷静客观。刘醒龙把他的笔握

得更紧，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孙少平之后一代农村青年

张英才们的苦涩，他们在乡村的土地上，一点一滴地用自己的

坚韧、宽容和坚守，体现出了乡村的精神，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

可贵的。其实乡村的文化教育，在九十年代的小说中的确有很

多表现，刘醒龙的《凤凰琴》非常突出地反映了乡村教师的困

难，它的感人之处也在于写出了他们的精神和坚守。孙少平到

城里是寻找个人发展机会，如果留在村子里当教师，可能就是

《凤凰琴》的故事。

1996年，刘醒龙又写了《分享艰难》。假如孙少安再继续干

下去，没准会成为一个乡干部，那就是《分享艰难》里孔太平的

故事。《分享艰难》反映了九十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另一个特

点，那时经常把乡镇干部描写成为富不仁、霸道的形象。九十年

代的乡村干部中，霸道的有没有？有，否则干不成事。坏人有没

有？有，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实实在在干事的。基层工作非常困

难，做起来也没有钱。贾平凹写《带灯》是源于回到老家看到了

乡村中国的凋零，可以说是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做了一次对

话。这部小说中，农村已经没有年轻人了，年轻人必须进城，必

须走孙少平的道路。路遥是先知先觉，不管如何，孙少平必须走

出去，因为中国的土地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多人耕种。研究三农

问题的专家说，至少有2.45亿的农村青壮年要离开土地，到城

里去打工。于是在九十年代，进城找活干的农民工如潮水一般

地涌向城市，他们也真的受尽了辛苦。

《秦腔》是贾平凹切实回到土地上的长篇小说，他直接关切

“三农”问题。一方面他描写了乡村生活的素朴琐碎，乡村的物

的世界被表现得十分充分，体现出乡村的荒蛮景象，也写出了

乡土中国的新情况。应该注意，《秦腔》中写到了土地上新一代

领头人夏君亭这个人物。他和梁生宝那一代领头者完全不一

样，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时代语境也不大一样。夏天义当过村支

书，很有权威，老百姓开始都跟着他，但是他的那样一套方法

渐渐不行了。夏天仁的儿子夏君亭对他的管理方法进行了改

革，改成了适宜的管理方法。这是摆在乡村干部面前的问题：

孙少安如果成为干部，不管如何正直也好，首先得解决问题。所

以贾平凹是了解农村的，他写得很真实，夏君亭本质上是一个

好人，但是为了搞活经济，歪门邪道的事情也做了不少。

讲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当代表现得比较全面和有力的

还有关仁山，他的《天高地厚》《麦河》《日头》被陈思和

教授称为“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其实可以看到，路

遥很会写，在《平凡的世界》里面，他让孙少平即使离

开了农村的土地，却始终离不开苦难，然而又有一种

精神在支撑着他在城市打拼。但是在九十年代，中国

还是面对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农民怎么去对待土地的

问题？《平凡的世界》写了农民得到土地的欢欣，但是

他们又要面对土地流转的问题，就是农村的青壮劳力

要离开土地，参与城市化建设、城镇化建设，传统农业

经济也转而采取企业化经营的方式，这是必然的道

路。关仁山的作品就表现了土地流转之后，农民与土

地更复杂的关系。关仁山的小说是有厚度、有深度的，

它秉承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精神。燕赵和齐鲁

之地的文学始终有理想主义的亮色，像当年的《红旗

谱》《野火春风斗古城》《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都

有这样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关仁山秉持

的就是这样一个传统，他的作品写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新出现的问题，写出了新的领头人形象。

记 者：您认为路遥作品主人公身上具有特殊的个体精

神，他们直面苦难，并通过“坚韧”和“爱情”克服苦难，获得精神

上的肯定性力量。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很多失败青年的

形象，这是否意味着路遥书中所讲述的克服苦难的方式面临着

一定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令人信服地写出这个时代的肯定性

精神力量，特别是关于青年形象的塑造？

陈晓明：九十年代，有一段时间，其实国家上上下下都很困

难，国企改制、国企职工下岗，教育也很困难。那个时候有个段

子，说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某某研究院

的。常常是做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有些大学教授不得不在学校

里卖馅饼。但是我们挺过来了，人民挺过来了，其实大家都在默

默地奋斗，在吃苦耐劳奔小康。很多做生意的是屡败屡战，10

个改革家有9个破产甚至锒铛入狱，可以说改革开放，人民是

付出了代价的。肯定性的形象不容易塑造，其中需要进行文学

的虚构和夸张。没有夸张，哪有文学？小说就是虚构，没有虚构

就无法敞开，无法创造另一种生活。菲茨杰拉德说过，如果不是

那种让你撕心裂肺的东西，你写它干什么？现实主义文学有传

统，现代主义也有传统，社会主义文学要塑造令人信服的肯定

性形象，要积极的、正面的力量，首先要有文学感染力，要令人

信服，这个是最难的。

我觉得处理得比较成功的还是贾平凹。比如在《带灯》中，

主人公“带灯”一边为农村脱贫工作解决难题，一边又体现出传

统乡村生活中的人情世故。小说写“带灯”到黑鹰窝村去看望卧

病在床的范库荣，情景十分凄凉，五六十岁的农妇范库荣在土

炕上躺着，“一蓬花白头发，像是一窝茅草”。范库荣的小叔子陪

着“带灯”来看她。“带灯”平素与她十分亲近，待到这时要叫她

时，范库荣只是睁了一下眼，再也没了任何反应。“带灯”看着她

的老伙计凄凉，交给范库荣的小叔子1500元的救济款，并嘱

咐，这些钱只能给范库荣买些麻纸等倒头了烧。这显然是不露

声色的反讽笔法，农村人哪能拿这么多钱去烧麻纸，小叔子是

明白人，对带灯说：“这钱一个子儿我都不敢动地给侄儿的。”贾

平凹这段写得多精彩，他把农民的贫困，“带灯”对老大姐的关

心和细心，乡村人伦中的道义、道德，乡村的文化风情都写了出

来。好的小说就是这么结实。小说是什么？纳博科夫说，除了光彩

照人的生活，小说什么都不是。这样的生活虽然贫困而绝望，但

作为文学来说，它却光彩照人，令读者感到信服。“带灯”的形象

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并不是说写理想化、肯定性的人物就

会让小说显得夸张、虚假，关键是作者能不能扎在厚实的生活根

基上，写出人物身上的理想性和肯定性，让我们作为读者能够慢

慢地被这样一个形象所打动，这才是文学的真实力量。

记 者：您在《漫长的 20 世纪与重写乡村中国》一文中指

出，《平凡的世界》“去除掉 1980年代热衷的艺术探索，而专注

于写乡村青年的个人觉醒、追求和命运，这就直接切合了20世

纪八九十年代直至21世纪初的基层民众尤其是青年读者群的

需要”。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文学创作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呼应

关系。人们对当下文学的期待之一，是能够更好地展现时代的

总体性。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总体性是什么？当下文学如何展

现这种总体性？

陈晓明：我们常常如此表述：在融媒体的时代，在移动终端

的时代，在视听文化的时代，怎么会有总体性？在社会分层、阶

层分离得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一种总体性。但是我觉

得，无论对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我们都可以用相对整体的

眼光去看待。今天社会的总体性是什么？我觉得是它的复杂性、

多元性和矛盾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社会的真实性才

能有比较全面的理解，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把握才能更加准确和

客观。我们要看到这样一种互文性的关系，确实社会有分层化

的趋势，但我们应当找到它们相互连接的方式，而不是对立的

方式。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分离中的统一，文学才会更加有效地

去表现对话的可能性。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城

乡差距，有人要还房贷，有人要租房，有人要看病，有人上有老

下有小，还有上学问题，我们要看到这种复杂性，才能够去理解

今天中国的总体性是什么。

记 者：您在文中谈到：“路遥并不是要写超出环境和人群

的个人主义，更不是那种超人的无根的个体，少安、少平来自乡

村，始终在乡村的艰苦生活中经受磨砺。正是生活的点点滴滴，

人情的冷暖，使得个体的生命那么饱满充实。这使他们的选择

始终是‘现实主义式’的选择，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承担家庭责

任。既摆脱命运的束缚，又有勇气承担责任。”我觉得这其实也

表达了路遥写作的挑战性，他挑战了之前的集体主义的写作，

而是把人物放在宏阔的时代环境中，看他是如何面对生活、改

变生活和命运，并通过这些个人争取美好生活的挣扎、努力，来

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整体特征。这其实是表现出了一名作家的勇

气，他并没有遵循旧的写作传统，写出了普通人在拼搏中的激

情，也写出了他们的孤独。这种激情与孤独、苦难与爱是否仍是

今日现实主义和乡土题材创作应当重视的方面？

陈晓明：路遥的方式是非常个人的，非常有个性的。今天的

乡土题材的创作应该多种多样，并不仅仅是路遥那样的方式。

今天乡土文学叙事可以有像关仁山后来的那种既豪放又神秘

的，也有像阎连科的那种偏执、强硬的表达，也可以像贾平凹那

样越来越土气、越来越老气，但是确实越来越放任和有力度。我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贾平凹的风格是越写越土、越写越狠。

《秦腔》和《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贾平凹自己放弃了《废

都》的那一路唯美、空灵、飘逸的笔法，到了《秦腔》则完全是贴

着生活、贴着土地在写。后来读了他的《古炉》，我觉得贾平凹又

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莫言的小说中，那种大起大落是挥洒自

如的，但《晚熟的人》就写得非常的朴实、简洁，其中写得最好的

我认为是《左镰》，也有向鲁迅致敬之意。付秀莹的小说也走出

了一条自己的路，她的《陌上》和最近的《野望》，把乡村生活写

得非常绵密、细腻，有自己独到的想法。邵丽的《金枝》不一定要

看成乡土文学作品，但是也写到了乡村。邵丽写了很多乡村的

干部的生活情况，她是另外一种笔法。今天确实很少有作家像

路遥那样，以一种孤独和激情来展开叙事，今天的作家都把自

我压得比较低，把情感压得比较低，比较客观和本分，比较追求

本色的写作模式。路遥代表了一个时代，他为自己立下了一座

丰碑，也给这种文学立了一座丰碑。这丰碑是一座纪念碑，它意

味着一种终结，它是不能够被复制和重复的。

记 者：您提到只有全面地理解“漫长的20世纪”，我们才

能理解并写好21世纪。从乡村中国到城乡中国，城乡之间更加

杂糅。全面小康、乡村振兴、城市生活导致我们在把握城乡关系

时更加觉得很有难度。如何在“漫长的 20世纪”的视野下观照

和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与城乡互动？

陈晓明：路遥也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他那个时代总是要

反观前面，比如说他读柳青读了七遍，读《红楼梦》读了七遍，其

实不仅如此，他还读巴尔扎克，读《红与黑》等等。今天的作家怎

么理解历史的总体性？我觉得还是要放在20世纪中去理解。我

们今天要涉及的很多经验还是受20世纪的影响和支配，对于

乡村社会来说，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去评价它，去揭示它，我觉

得这样的视野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记 者：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最近由北京大学

出版社推出。通过史的梳理，您觉得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或

者可能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在借鉴中西方文论资源的基础上，如

何建构契合中国社会现实、文学实践的评论话语？

陈晓明：我在导言里面谈到现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其实这

本书贯穿了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架构。我想解决

的问题是，为什么五四运动以浪漫主义开始？郭沫若的《女神》、

鲁迅《摩罗诗力说》也好，包括茅盾的作品在内，都有浓厚的浪

漫气质。茅盾自己说，浪漫主义这个东西并不是不好，但对我们

还太高级、太先进了。就像当时我们说后现代主义一样，跑得太

远了，和中国的实际不符合。五四运动对传统是反抗和批判的

态度，因为它要革新、要现代，所以它矫枉过正。对传统的转变

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张炜的《古船》应该是那个时候最早触及到

传统的作品之一，但隋抱朴一直在读的是《共产党宣言》而不是

读古书。贾平凹的《废都》也想走传统美学的道路，但庄之蝶还

是疯疯癫癫、装疯卖傻的。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嘉轩用乡约

乡规来规训村里的人，乡村的文化大量地浮现出来。白嘉轩作

为传统文化的一种代表，他的正面形象第一次被确立下来，所

以《白鹿原》在当代文学中真正确立起传统文化的地位。

我觉得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在文化创造方面都

要进行传统、外来、当代性三元的有机结合。没有传统，文化自

身的特点和力量就不厚重；没有外来就没有挑战和刺激。西方

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创新的认识也有很多的争论，像费正清认为

是西方的挑战刺激了中国，才让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但年

轻一代的汉学家，比如柯文就认为是中国自身就有变革的要

求。中国过去的变革方法是借着复活传统来重整当下。苏轼说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桐城派”虽然倡导古文，但胡适却从“桐

城派”那里读到了现代白话文的滥觞。所以，我们要向优秀的传

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学习。如果说我们彻底杜绝外来的文化，只

看祖宗的传统，充其量只是继承，而缺少了文化自我更新的强

大的渴望和批判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第一是博大精深，第二是

批判精神，第三是永远的

革新精神。《漫长的20世

纪》一书的作者乔万尼·

阿里吉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传人，他将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布罗代尔的历

史理论进行了对话，但他

的理论核心还是马克思

主义。今天中国的理论批

评越来越拘谨，格局越来

越小，气量越来越小，我

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所以我们要创造中国自

己的话语体系。这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恰恰就是需要一种向

世界优秀文化敞开大门的胸怀。

记 者：文化的对话性是您今天讲的很多问题的一个关键

词，无论是从1980年代以来的具体的文学形象之间的对话，还

是不同时代与社会总体之间的对话，包括批评与理论、传统与

外来，我们都要建立一种开放、多元的对话关系。

陈晓明：非常对，问题就在于对话性。我的导师钱中文先生

今年已经90岁了，他就提出了对文学理论建设中的对话关系

的关注，我非常认同。别看贾平凹受传统的影响很深，他也读现

代小说，他的书房里有很多外国翻译的小说和理论。莫言受外来

的影响就非常丰富，张炜受苏俄的影响，李洱读古书、读野史，麦

家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史蒂芬·金的影子。刘震云后来的小说

越来越像《水浒传》，但一开始是契诃夫的小说对他有很深的影

响。他写的《故乡面和花朵》，多么后现代，应该说对后现代小说

是骨子里吃透了，这样的作品是为未来50年写的。恰恰是因为

具有多元性，能把外国文学的影响和中国本土的文化结合得很

好，他们才会成为大家。

乡村题材创作应在总体视野与多元对话中革新乡村题材创作应在总体视野与多元对话中革新
————访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访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丛子钰丛子钰

陈晓明陈晓明

（上接第1版）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

角。”10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坛名家辈出，涌现出

一大批抒发时代先声、引领时代前行的经典文学

作品。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

牢记“国之大者”，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展现

新作为，彰显新担当，在重大历史关头始终在场，

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同向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

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

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

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

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

斗的征程中。”文学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必须在场，

作家在时代的伟大变革中不能失声。

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

中，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前沿一线，讲述精

彩故事，描绘人间奇迹，以文学的方式见证并记录

这一伟大事业。2019年9月，中国作协组织“脱贫

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遴选25位小说家、

报告文学作家和诗人奔赴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扶

贫点进行采访创作。2020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

持办公室设立“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

题专项，着力推动脱贫攻坚题材、农村题材文学创

作，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乡村书写的文学

价值给予关注和引导，推动作家全方位书写新时

代的新气象、新风貌、新精神。2020年7月，全国

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成功召开，引导广大作

家投入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

“要忠实记录脱贫攻坚的伟业，全景式展现

脱贫攻坚的成就与感人故事。”作家王宏甲说，

“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

打成一片。这是人们对作家的期待。”在作家关

仁山看来，“作家应该以自己沉甸甸的思考记录

乡村振兴和实现中国梦伟大进程中的中国故事，

为重建人类美好精神家园书写。”从脱贫攻坚一

线，到“中国一日·美好小康”“中国一日·工业兴

国”“我们向着小康走”等活动，广大作家聚焦重

大现实题材，深刻捕捉时代精神的发展方向，以

贴近现实的创作见证时代进步，让文艺引领了一

个时代的风气。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中，文学界

与全党全国人民同舟共济，以笔为援，传递文学

力量。疫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国作协派出赴

武汉抗疫一线报告文学创作小分队，深入疫情重

灾区采访，创作了50多篇作品。各地作家和文学

工作者也积极投身伟大抗疫斗争，创作出一大批

优秀文学作品，发挥了文学记录时代、讴歌英雄、

慰藉情感、鼓舞士气的独特作用。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018

年，中国作协制订《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工程规划

（2017-2021年）》，旨在引导广大作家积极投入

创作，努力推动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在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时间节点，广大作家浓

墨重彩书写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追求民族复

兴的光辉历程，生动描绘当代中国的历史巨变，

真实记录我国人民惊天动地、众志成城的故事，

塑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近几年来，广大文学工作者把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作为创作的必修课，文学创作中现实题材

强劲发展，抒写人民新生活成为其中激流喷涌的

主潮。”文学评论家白烨说。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勇于回

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

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

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

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新时代

文学的广阔天地已经浩浩荡荡展开，直面时代的

重大命题，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努力使

文艺成为新时代的号角，正成为新时代作家和文

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与光荣职责。

做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2018年 12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

100名受表彰的“改革先锋”中，作家有两位，一位

是路遥，一位是蒋子龙。2019年9月，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作家王蒙荣获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新中国的成立、发

展、建设是我一生的经历，也是创作的主题，我是

见证者也是参与者。”王蒙说，“新中国的命运也

是我的命运，她的辉煌成绩我分享了，她的曲折

和坎坷我也有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

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

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

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

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新时代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牢记初心使命，

争做“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洪流中。作家李迪报名参加了脱贫攻坚报告文

学创作工程，2019年11月他深入湘西十八洞村

采访，在病中坚持创作完成了《十八洞村的十八

个故事》。“我不能不书写他们。我想知道你背后

的故事。我想走近你。走近你之后，我才真正懂

得你。”他把自己最后的生命都献给了脱贫攻坚

文学创作，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时代放歌的

典范。目前正在推进实施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

作计划”，是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一项

重大文学行动，旨在邀请广大作家和所有文学写

作者共同书写新时代新山乡，以原创长篇小说形

式多角度讲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

代化建设背后的深刻变革和伟大实践，全方位展

现新时代农村旧貌换新颜的精神气象。这是以

文学“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用跟得上时代

的文学精品“开拓文艺新境界”的重要体现。

有作者表示，创作计划给自己近几年的创作提

供了启发和方向，“山乡巨变”应该写，值得大

书特书。

充分发挥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重要作用。

今年春节，改编自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人世间》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

随即成为文化领域的“爆款”，引发全民的情感激

荡与共鸣。这一方面显示出文学在各艺术门类

中的“母本”作用及其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更反映

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的精神之间的紧密关

联。“小说家应该成为时代的文学性的书记员，这

是我的文学理念之一。”作家梁晓声说，“文化承

担着影响世道人心的使命，文学对此具有责无旁

贷的义务。”近些年，“改革开放40年文学丛书”、

“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红色经典初版本影印

文库”等大型丛书相继出版，在系统回顾我国文

学事业发展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更有

益于人们铭记历史、锻造信念、激发热情、凝聚奋

斗的智慧与力量。特别是在建党百年期间，各报

刊社网、各团体会员集中优势资源，推出一批重

点作品，描绘历史画卷，对广大人民群众在新的

长征路上砥砺前行发挥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发出高亢激越、催人奋进的声音。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一次次重大历史关头、重要历史时刻、

重要时间节点，文学始终在场，为党和国家事业

劈波斩浪、行稳致远鼓与呼，为中国人民创造历

史、战胜苦难鼓与呼。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认

真思考作品的社会效果，把对先进文化的创造、

建设和传播作为自己的使命，将文学活动同正在

发生深刻变革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通过优秀的

文学作品引导人们求真、向善、向美。“作家必须

在社会深深的肌理里、人性的冲突里、时代的漩

涡里上下求索。”作家冯骥才说，“我追求勇担时

代责任的文学。有责任的人生是有分量的，有责

任的文学不会轻飘飘。”紧紧把握时代主流的创

作导向和价值追求，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

脉动，“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

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

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

展之果”，正成为新时代作家的前行方向与历史

责任。


